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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何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 促进高质量的创新， 是实现 “创

新驱动发展” 目标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文厘清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机制， 并且通过首次提取数字产品进口数据验证了该影响机制。 本文研究表明： 企

业进口数字产品通过技术溢出显著促进创新， 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企业进行激进型

创新时表现更为明显； 进一步按照中间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分类， 数字最终产品进口

对于企业创新发挥着更为显著的边际促进作用， 因为最终产品的数字技术应用性更

为直接， 外溢作用更加显著； 异质性分析显示， 在人工智能渗透率、 自动化程度高

的行业以及进口 ＩＣＴ产品的企业中， 数字进口对激进型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为了避免内生性、 样本选择偏误以及相同趋势对结果的影响， 本文进行了必要的稳

健检验， 结果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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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背景下， 如何将数字经济应用到贸易与生产中， 成为利用数字技术实

现 “创新驱动发展” 的经济目标， 也是实现我国在 “十四五” 阶段的 “高质量有

效创新” 的重要理论研究问题。
伴随着我国市场的不断开放， 我国企业通过竞争和技术外溢等渠道， 学习和汲

取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 有效地提升了自身创新能力。 事实上，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

速发展， 数字产品种类日益繁多， 逐渐成为企业生产过程中一种十分重要且独特的

要素投入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１］； 陈彦斌等， ２０１９［２］ ）。 相较于其他类型要素

投入， 虽然数字要素投入的前期固定成本相对较高， 但是其具有独特的 “低复制

成本” 等技术属性， 即可以简单理解为当企业完成对该产品的研发进入生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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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每多生产一单位该产品的边际成本很低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ｎｄ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１９［３］； 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４］）； 该属性使得技术外溢效果更加直接简单， 不仅有利

于实现技术共享， 还大大削弱了数字进口企业的研发成本， 有利于促进企业研发创

新， 尤其是新产品的研发创新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２０１０［５］ ）。 与此同时，
虽然我国企业创新取得了巨大进步， 但是目前企业的创新仍然主要体现在规模效应

上。 随着数字技术开发和使用成本的不断降低，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创新过程， 以及

组织研发具有重要的重塑作用， 故而企业数字产品的购买、 投入和使用对研发创新

的影响不容小觑 （张颖和郭梦娇， ２０１６［６］ ）。 因此， 探究数字产品的要素投入对企

业创新的影响， 衡量企业购买和使用数字产品的要素投入， 进而验证数字产品进口

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 成为验证数字产品要素投入对企业实际影响的重要核心内

容。 本文基于数字产品 “贸易” 和 “要素投入” 两个数字技术的核心要点 （Ａｃｅ⁃
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２０； 陈彦斌等， ２０１９）， 并充分考虑了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
具体而言， 首先基于数字产品的特有技术属性， 本文厘清了数字进口对企业创新的

独特影响机制， 可以简单理解为： 由于数字产品较传统贸易品而言复制成本较低，
企业在进口数字产品的过程中， 可以在较低的研发成本基础上， 实现更广泛和更有

效的技术外溢， 最终促进企业创新。
与本文内容相关的研究首先是与数字产品进口密切相关的文献， 并且目前这类

文献多以研究工业机器人的进口或使用对劳动力的影响为主。 首先， 国内外学者对

于机器人使用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际机器人协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ｉｃｓ， 以下简称 ＩＦＲ） 公布的数据， 认为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力、 工资、
生产率等均会产生影响， 但对不同行业、 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技术工种劳动力的影

响存在差异 （Ｇｒａｅｔｚ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２０１８［７］；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２０１８［８］ ）。 事

实上， 由于 ＩＦＲ数据存在变量缺失、 机器人种类定义不明等缺点， 且只能识别到国

家和行业维度， 限制了对数字技术特征的进一步深入剖析和研究。 近年来， 越来越

多的学者通过挖掘各国机器人数据进而研究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Ｂｌａｎａｓ 等
（２０１９） ［９］使用国家维度的机器人进口数据， 认为机器人的使用会冲击现有劳动力

市场的年龄结构和技术结构。 同时， 企业层面机器人进口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可大致

分为两类： 第一类重点关注机器人对劳动者的直接替代或补充效应 （Ｋｏａ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１０］； 第二类则倾向于探究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１１］）。 纵观此类文献， 国内外学者更多地聚焦于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力

市场的影响， 忽略了对企业的其他影响。
另一支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的文献主要围绕进口与企业创新。 现有研究中进口

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完全相反的两类结论。 一部分学者认为进口竞争有利于促进

企业创新， 原因可以归纳为两点： 一是 “进口干中学” 效应， 即进口竞争使得国

内企业能够更好地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在提高本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同时， 还

可以降低企业研发成本， 促进企业研发创新 （Ａｃｈａｒａｙａ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８［１２］； 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１３］）； 二是 “创新成本降低” 效应， 主要理解为进口竞争的加剧有利

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和机会成本， 通过将要素进行合理化再配置， 促进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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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ｏ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１４］）。 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进口通过竞争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利

润空间， 进而削弱了企业的创新动力， 抑制了创新行为 （Ｈａｒｈｏｆｆ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５］；
Ａｕｔ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１６］）。 虽然目前对于企业创新的研究基本上包含了所有可贸易

品， 但是随着数字经济发展， 数字技术因其固有的特殊属性， 其对创新产生的影响

也发生了特殊的变化， 不过因为数据的限制， 能详细验证数字贸易对于创新影响的

文献相对较少。 本文则是从数字贸易的角度出发， 探究数字产品进口对于企业创新

行为的影响机制。
与已有文献相比，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本文结合

数字产品的特有属性厘清了数字产品的购买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具体表现为：
企业在进口数字产品的过程中， 利用数字产品的特有属性有利于实现更广泛和更有

效的技术外溢， 最终促进企业创新； 其次， 为了更好地诠释理论机制， 本文提供了

更为具体和微观的实证检验， 本文通过参考最新的技术文献， 以及国际组织和国内

的政策机构中对于数字产品理论定义， 并充分结合广义数字产品的定义， 对新通

关①网提供的可贸易产品 （匹配海关的十分位产品信息）， 进行了仔细匹配、 提取、
识别和归纳总结， 从而得到我国企业的数字产品进口信息， 并且进一步通过人工识

别等方法， 对涉及到的 “企业—产品—时间” 维度的数字产品进口类别， 进行全

方位的定义、 识别和整理； 最后， 本文通过十分位产品级别的海关编码， 将数字产

品与我国海关数据库中包含的产品进出口数据进行一对一匹配， 最终得到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我国 ２８０２８２ 家 “企业—产品—时间” 维度的数字产品进口数据②。
该数据涵盖时间较长， 包含信息较多， 为验证企业数字产品进口对创新活动的具体

影响， 提供了重要且必须的微观数据基础， 也首次从企业－产品层面验证了数字产

品的特点将会对企业创新产生何种影响。
在具体的实证检验过程中， 本文通过将企业层面数字产品进口数据与专利数据

进行匹配， 从而得到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我国 ２１ ５３３ 家企业的数字产品进口， 以及企

业创新的微观面板数据， 该数据囊括了企业名称、 企业编码、 进口金额、 进口数

量、 数字产品进口份额、 进口类别、 专利类别与申请数量等信息。 通过对匹配数

据进行回归， 首次从实证角度验证了企业通过进口具有低复制成本这一特殊属性

的数字产品， 可以在研发成本较低的基础上， 实现更广泛和更有效的技术外溢，
最终促进企业创新； 并且考虑数字产品的技术优点， 本文发现数字产品的促进作

用在企业进行激进型创新时表现更明显， 这也验证了数字技术对于创新质量的独

特影响， 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企业进行激进型创新时表现的更加明显。 其次， 本

文通过对数字产品类别进行区分发现， 相较于进口数字中间品的企业而言， 进口

数字最终品企业对其创新行为边际作用更强， 这是由于数字最终产品的数字技术

应用性更为直接， 外溢作用更加显著。 此外， 为了进一步探究影响机制， 本文进

行了行业和企业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结果发现： 在人工智能渗透率、 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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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关网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ｈｓ􀆰 ｂｉａｎｍａｃｈａｘｕｎ􀆰 ｃｏｍ ／ 。
因为企业数据库的限制，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数字进口信息不在论文的检验过程中使用。



等技术相对较高的行业， 以及进口 ＩＣＴ产品的企业中， 数字进口对激进型创新的

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二、 数据说明与计量模型设定

本章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重点介绍本文实证研究所用到的数

据和指标， 并对这些数据和相关指标进行简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第二部分对数

据的匹配与合并进行简要介绍； 第三部分则结合已有文献和数据自身特点构建计

量模型。
（一） 数据说明

本文重点关注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对企业创新行为产生何种影响， 为了探究二

者的影响机制， 本文将使用如下数据：
１􀆰 数字产品进口数据

本文实证分析部分用到的是中国企业层面数字产品进口数据， 该数据涵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２８０２８２ 家企业 （不包括名称不详的企业） 从事数字贸易的信息，
具体包括企业名称、 企业编码、 进口金额、 进口数量、 数字产品进口份额、 产品

类别①等。
为了得到中国企业数字贸易数据， 本文进行了以下四个步骤： 第一， 我们根

据 Ｈｕｉ ａｎｄ Ｃｈａｕ （２００２） ［１７］ 、 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Ｐｕｔｔｍａｎｎ （２０１８） ［１８］ 、 ＯＥＣＤ （２０２０） ［１９］

以及中国通信院发布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的相关内容， 本

文对数字产品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 为保证研究的广泛性， 我们基于广义定

义， 将数字经济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 并提取出 ２５ 个属于广义数字产品范

畴的关键词②； 第二， 使用 ｐｙｔｈｏｎ在新通关网中对包含上述关键词的商品名称进

行爬取， 从而得到了包含上述关键词的商品名称和 ＨＳ１０ 编码 （ＨＳ２０１７）； 第

三， 根据相关资料得到的产品定义和用途以及 《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２０２０ 版） 》 中的子目注释， 对已爬取的商品进行人工识别， 剔除掉包含上述

关键词但不属于广义数字产品的商品， 并对商品类型 （中间品③或最终品） 进行

识别， 并将已识别好的数字产品名称和编码与 ＯＥＣＤ （２０２０） 公布的 ＩＣＴ 产品进

行合并， 得到了全部数字产品名称和海关编码信息； 第四， 将提取出的数字产品

的海关编码进行统一转换， 并与海关库中的海关编码进行匹配， 从而得到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２８０２８２ 家企业 ４２０ 种 （ＨＳ６） 数字产品的贸易信息， 本文将上述

“企业－产品” 维度的数字贸易数据在企业维度进行合并， 最终得到了中国企业

级数字产品进口数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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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具体指企业是否从事中间品或最终品数字进口， 是否从事生产类或生活类数字产品进口。
具体包括： 智慧、 软件、 远程、 电视、 ＶＣＤ、 系统、 装置、 机器人、 雷达、 移动、 智能、 电子、 机、

自动生产线、 机器、 数字、 数码、 自动、 设备、 人工智能、 广播、 数控、 通信、 计算机、 数据、 ＤＶＤ。
本文所指的数字中间品是指数字产品的零部件， 对该类产品的划分我们严格遵守 《进出口税则商品

及品目注释 （２０２０ 版》 中对零部件的划分。
上述企业级数字产品进口数据已对中间商企业进行了剔除 （如经贸企业等）。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展示我国企业数字贸易的发展情况， 首先从总体角度来

看 （如图 １ 所示）， 我国从事数字贸易的企业的数量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 数字

产品的进口额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涨势迅猛， 其中 ２００９ 年的些许下降与 ２００８ 年的

全球经济危机有关。 此后， 数字产品进口额略有下降。 此外， 本文通过对企业进

口数字产品类型进行区分 （如图 ２ 所示）， 可以看出： 我国从事数字中间品贸易

的企业数量大于从事数字最终品贸易的企业数量。 同时， 数字最终品贸易份额的

变化趋势相对平稳， 并出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而数字中间品贸易份额呈现明显上

升趋势。 并且， 对比图 １ 和图 ２ 不难看出， 存在大量企业同时从事数字中间品和

数字最终品的贸易活动。

图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 经作者整理所得。

图 ２　 区分贸易类型

数据来源： 经作者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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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企业创新数据

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 （以下简称 “专利数据

库” ） 中记录的企业申请的专利个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 以实际创新成

果为标准， 克服了既有研究中使用企业创新投入、 研发费用等作为企业创新代理

变量所引起的无法衡量企业实际创新程度的不足 （黎文靖等， ２０１６［２０］ ；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６［２１］ ）， 还可避免企业出于商业利益进行信息隐瞒产生的误差 （ Ｃａｒｌｉｎｏ 等，
２０１４［２２］）。 该数据包含了专利申请人、 申请号、 申请日期、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等相关信息。
（二） 数据合并

为了得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企业数字进口和创新的情况， 需要将数字产品

进口数据与专利数据库进行匹配， 主要包括如下步骤： 首先， 由于专利库中存在

多个单位或个人申请同一专利的情况， 故而需要对上述情况下的申请人进行拆

分， 以免在匹配时出现遗漏； 其次， 本文对专利数据库中的申请单位为个人申请

人和非中国大陆企业的情况进行了剔除， 并对两数据库中的企业名称均做出了统

一调整； 最后， 通过企业名称将专利数据与数字产品进口数据进行了匹配， 得到

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 １６３０４ 家企业数字贸易和创新行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这

些从事数字贸易的企业的创新情况如图 ３ 所示。 从中可以看出从事数字贸易的企

业的申请专利总数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 并且表现为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

数量逐渐大于外观设计类专利的申请数量。

图 ３　 数字贸易企业的创新情况

数据来源： 经作者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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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探究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参照文献并结合本文使

用的数据特点， 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ｔ ＝ α０ ＋ α１Ｄｉｇｐｒｏ ｆｔ ＋ α３Ｘ ｆｔ ＋ ｄ ｔ ＋ ｄ ｆ ＋ ε ｆｔ （１）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ｔ 表示企业 ｆ 在 ｔ 年创新水平的高低， 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 在实

证检验过程中以该年份企业申请的发明专利个数的对数值来衡量企业当年激进型

创新水平， 类似地， 以企业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个数总和取对

数表示企业当年改善型创新水平的高低。 Ｄｉｇｐｒｏ ｆｔ 表示企业 ｆ 在 ｔ 年数字产品进口

金额的对数值， Ｘ ｆｔ 为企业级控制变量， 具体包括： 企业年龄 （Ａｇｅ）， 通过当年年

份与企业成立时间差值的对数值表示； 企业人均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采用企

业固定资产总额与雇员总数的比值的对数值表示； 企业规模 （ Ｓｃａｌｅ）， 使用企业

年末就业人数的对数值表示；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 ＴＦＰ）， 参照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和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 ［２３］的方法计算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此外， 为了避免遗漏重要的

解释变量， 本文还添加了年份和企业固定效应。 其中， 年份固定效应 （ｄ ｔ） 是为

了避免特定年份发生的特殊事件对结果的影响， 企业固定效应 （ｄ ｆ） 是为了吸收

企业个体差异对结果的影响。

三、 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结果

首先， 本文验证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根据计量模型

（１） 式对企业层面创新和数字产品进口数据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中第 （１） — （２）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激进型创新水平， （３） — （４） 列的

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改善型创新水平， 第 （５） — （６） 列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总

创新水平 （包括激进型创新和改善型创新）。 从表 １ 中可以看出： 对于所有创新

类型而言， 无论是否增加控制变量， 数字产品进口 （ Ｄｉｇｐｒｏ ） 的系数在 １％的显

著性水平下均为正， 说明企业进口数字产品的确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 验证

了前文的机制， 并且表现为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对激进型创新的促进作用较改善型

创新更强。 此外， 企业年龄 （Ａｇｅ） 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负， 表明经

营时间越长的企业越不倾向于创新， 这是由于该类企业生产的产品已经比较成

熟， 并占据稳定的市场份额， 相对于新企业而言， 它们通过开发新产品从而抢占

市场的意愿相对较小； 企业人均资本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下

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较高的人均资本促进了企业创新， 这是因为企业在进行研发

创新时会产生大量的研发费用， 并且需要各类设备作为支撑， 而人均资本较高的

企业能够支付上述费用， 故而人均资本越高的企业将越有利于企业创新； 企业规

模 （Ｓｃａｌｅ） 的回归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大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企

业创新， 这是由于规模生产而产生的新知识和经验能够对企业创新产生正向激励

作用；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越强， 这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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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往往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 先进技术带来更加明显的外溢作用能够降低企业

研发成本， 促进企业创新。

表 １　 基础回归结果

变量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总创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ｐｒｏ
　 ０􀆰 ０３７０∗∗∗ 　 ０􀆰 ０３４１∗∗∗ 　 ０􀆰 ００３３∗∗∗ 　 ０􀆰 ００３０∗∗∗ 　 ０􀆰 ０４５４∗∗∗ 　 ０􀆰 ０４２０∗∗∗

（１１􀆰 ０１） （１０􀆰 １２） （１６􀆰 ４２） （１５􀆰 ０９） （２３􀆰 ８９） （２２􀆰 ０６）

Ａｇｅ
－０􀆰 ０３７６∗∗ －０􀆰 ００６２∗∗∗ －０􀆰 ０５６１∗∗∗

（－２􀆰 １９） （－６􀆰 ４０） （－６􀆰 ０３）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６７０∗∗∗

（４􀆰 ０４） （１０􀆰 ２８） （１３􀆰 ２８）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６０９∗∗∗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７６３∗∗∗

（５􀆰 ７６） （８􀆰 ４７） （１２􀆰 ５６）

ＴＦＰ
０􀆰 ０６８６∗∗∗ ０􀆰 ００４８∗∗∗ ０􀆰 ０５９５∗∗∗

（６􀆰 １４） （７􀆰 ３２） （９􀆰 ４９）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９ ９８０ １９ ９８０ ５１ ６８４ ５１ ６８４ ７７ ６２６ ７７ ６２６

Ｒ２ ０􀆰 ７３２ ０􀆰 ７３３ ０􀆰 ６８６ ０􀆰 ６８７ ０􀆰 ７２０ ０􀆰 ７２１

注：∗、∗∗与∗∗∗分别表示 １０％、 ５％与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二） 区分数字产品类别

进一步地， 本文根据 《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 （２０２０ 版》 对广义数字产

品按照中间品和最终品进行一一识别， 分别得到各个企业数字中间品和数字最终品

的进口额， 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后分别替换 （１） 式中 Ｄｉｇｐｒｏ 变量， 结果如表 ２ 所

示。 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 两变量数字最终品进口 （ Ｄｉｇｐｒｏ＿ ｆ ） 和数字中间品进口

（ Ｄｉｇｐｒｏ＿ ｉ ） 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正， 且对于每一种创新模式而言

Ｄｉｇｐｒｏ＿ ｆ 的系数绝对值都更大， 说明较进口数字中间品而言， 企业进口数字最终

品对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边际影响更加显著。 这是因为一方面数字最终产品的数字

技术应用性更为直接， 外溢作用更加显著， 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成果的转换； 反

观那些进口数字中间品的企业， 这类企业往往充当着 “加工车间” 的作用， 数字

技术吸收和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相对更弱。
（三） 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行业以及企业自身的特点和性质也会影响到数字产品进口对创新的作用

效果， 因此， 本文选取了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 自动化程度以及企业是否进口 ＩＣＴ
产品分别对数据进行了行业级别和企业级别的异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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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行业异质性分析

行业间数字化水平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该行业内企业的生产方式、 效益以及研发

能力等， 故而对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显得尤为必要。

表 ２　 区分数字产品类型

变量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总创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ｐｒｏ＿ ｆ
　 ０􀆰 ０２７５∗∗∗ 　 ０􀆰 ００２９∗∗∗ 　 ０􀆰 ０５８７∗∗∗

（５􀆰 ０１） （９􀆰 ５９） （１６􀆰 ６２）

Ｄｉｇｐｒｏ＿ ｉ
　 ０􀆰 ０２４７∗∗∗ 　 ０􀆰 ００２０∗∗∗ 　 ０􀆰 ０３８５∗∗∗

（４􀆰 ８０） （６􀆰 ６９） （１４􀆰 ０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７ ５５５ ８ ５５７ １９ ９７６ ２４ ６７９ ３２ １３５ ３８ ９８４

Ｒ２ ０􀆰 ７２９ ０􀆰 ７３７ ０􀆰 ７００ ０􀆰 ６７２ ０􀆰 ７４４ ０􀆰 ７０２

首先， 机器人作为一种重要的数字产品，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
事实上， 这些优先使用机器人的行业往往也会采用其他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 （２０２０） ［２４］将发达国家行业按照机器人渗透率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ｂｏｔｓ） 的高低将行业分为高渗透率行业①和低渗透率行业②。 本文分别将发达国家

高、 低机器人渗透率的行业与中国二分位行业进行匹配， 以此作为中国行业人工智

能渗透率高低的代理变量， 并将其与数字产品进口的乘积 （Ｄｉｇｐｒｏ×ＡＰＲ） 作为交

乘项代入 （１） 式中， 结果如表 ３ 所示。 从表 ３ 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否增加控制变

量， 与前文分析结论保持一致， 数字进口 （Ｄｉｇｐｒｏ） 的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也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进口对企业激进型创新和改善型创新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并且对于激进型创新而言， 其与人工智能行业渗透率的交乘项 （Ｄｉｇｐｒｏ×ＡＰＲ） 的

系数也显著为正， 说明企业所处行业的人工智能渗透率越高， 企业进口数字产品对

其自身的创新的边际效果越强， 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渗透率较高的行业接触和使用数

字技术的机会成本较小， 数字技术外溢作用更明显， 对行业内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更强， 并且表现为对激进型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反观改善型创新与人工智能

行业渗透率的交乘项 （Ｄｉｇｐｒｏ×ＡＰＲ） 的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 这是因为改善型创

新重点在于以产品外观设计为代表的非核心内容的创新， 进行此类创新的企业对数

字技术的外溢效果吸收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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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机器人渗透率高的行业包括： 医药制造业、 化工行业、 塑料制造业、 食品和饮料制造业、 金属产品制

造业、 初级金属制造业、 工业机械和汽车制造业。
机器人渗透率低的行业包括： 造纸业、 印刷业、 纺织和服装制造业、 电子电器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矿产品和其他运输工具制造业。



表 ３　 区分行业人工智能渗透率

变量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ｐｒｏ
　 ０􀆰 ００８５９∗∗ 　 ０􀆰 ００７２０∗ 　 ０􀆰 ００１１４∗∗∗ 　 ０􀆰 ００１０２∗∗∗

（２􀆰 ０３） （１􀆰 ７０） （４􀆰 ９３） （４􀆰 ４３）

×ＡＰＲ
０􀆰 ００９０４∗ ０􀆰 ００９１６∗ ０􀆰 ０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００６

（１􀆰 ７９） （１􀆰 ８２） （０􀆰 １３） （０􀆰 ２０）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７ ９８６ １７ ９８６ ４５ ５２５ ４５ ５２５

Ｒ２ ０􀆰 ７２９ ０􀆰 ７３１ ０􀆰 ６８６ ０􀆰 ６８８

其次， 企业所在行业自动化程度的高低也会影响进口企业对于数字产品技术外

溢的吸收效应， 最终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 根据 Ｇｒａｅｔｚ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２０１８）， 数字

化技术的进步在原本进行数字化生产的行业中作用效果更加明显， 故而本文将商品

的企业所在二分位行业与计算的行业自动化概率进行一一匹配， 并将其与数字产品

进口的乘积 （Ｄｉｇｐｒｏ×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作为交乘项代入 （１） 式中， 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从表 ４中可以看出原本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中， 进口数字产品对企业激进型

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更强， 这是因为这类行业具有更适合使用数字技术的基础条

件， 因此技术外溢作用更明显， 对企业创新的边际效果也更加显著； 反观进行改善

型创新的企业， 交乘项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这是因为在原本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行业

中， 数字产品进口带来的数字技术外溢会优先促进企业核心内容的变革， 从而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其对以外观设计为代表的改善型创新的影响。

表 ４　 区分行业自动化程度

变量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ｐｒｏ
　 ０􀆰 ００８１９∗ 　 ０􀆰 ００７５４∗ 　 ０􀆰 ００１２９∗∗∗ 　 ０􀆰 ００１２１∗∗∗

（１􀆰 ８０） （１􀆰 ６６） （５􀆰 ３８） （５􀆰 ０３）

Ｄｉｇｐｒｏ×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１０９９∗∗ ０􀆰 ０１０２３∗ －０􀆰 ０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０９

（２􀆰 ０５） （１􀆰 ９１） （－０􀆰 ２２） （－０􀆰 ２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６ ６１７ １６ ６１７ ４２ ５８４ ４２ ５８４

Ｒ２ ０􀆰 ７３４ ０􀆰 ７３６ ０􀆰 ６９１ ０􀆰 ６９３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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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企业异质性分析

相较于本文定义的数字产品而言， ＩＣＴ① 产品作为一种更为狭义的数字产品，
其技术外溢作用更加明显， 故而本文推断企业进口 ＩＣＴ产品对自身的创新能力的促

进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根据 ＯＥＣＤ （２０２０） 附录中对 ＩＣＴ产品的划分， 将 ＩＣＴ产品

的 ＨＳ编码与本文的数字产品 ＨＳ 编码进行匹配， 并将其在企业层面进行加总。 当

企业进口 ＩＣＴ产品时， ＩＣＴ 取值为 １； 反之 ＩＣＴ 取 ０。 与前文的做法一致， 将其与数

字产品进口的乘积 （Ｄｉｇｐｒｏ×ＩＣＴ） 作为交乘项代入 （１） 式，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从

表 ５中可以看出， 对于激进型创新的企业而言， 主解释变量和交乘项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 说明进口 ＩＣＴ产品的企业较进口其他数字产品企业而言， 技术外溢作用更突

出， 对企业激进型创新的边际改善作用也更强； 对于改善型创新而言， 这种技术外

溢的吸收效果相对较弱， 从而表现为交乘项系数不显著。

表 ５　 区分进口 ＩＣＴ产品企业

变量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ｐｒｏ
　 ０􀆰 ０１２９３∗∗∗ 　 ０􀆰 ０１１０１∗∗∗ 　 ０􀆰 ００１２０∗∗∗ 　 ０􀆰 ００１０５∗∗∗

（４􀆰 ３１） （３􀆰 ６８） （６􀆰 ８７） （６􀆰 ０３）

Ｄｉｇｐｒｏ×ＩＣＴ
０􀆰 ０１７２７∗∗∗ ０􀆰 ０１７４７∗∗∗ ０􀆰 ０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１８

（２􀆰 ９７） （３􀆰 ０２） （０􀆰 ４８） （０􀆰 ５０）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１３ ６０９ １３ ６０９ ３４ ２７０ ３４ ２７０

Ｒ２ ０􀆰 ７３８ ０􀆰 ７４１ ０􀆰 ６８９ ０􀆰 ６９１

（三） 稳健性分析

１􀆰 内生性检验

为了避免内生性的存在对本文基础回归结果造成估计偏误， 本文将对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造成本文内生性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高

低会对企业创新行为、 创新模式产生影响， 但创新能力又不可用准确度量； 二是，
企业数字产品进口与创新行为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即创新型企业更可能通过进口先

进的数字产品， 提升生产效率、 吸收数字化技术。 因此， 本文通过寻找合适的工具

变量， 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来解决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本文选取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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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ＩＣＴ （全称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是一个涵盖性术语， 覆盖了所有通信设备或应用

软件， 比如说， 收音机、 电视、 移动电话、 计算机、 网络硬件和软件、 卫星系统等。



本数字产品进口额作为本文企业数字产品进口的工具变量。 首先， 日本与中国在地

理位置上临近， 贸易相关度高， 并且根据 ＩＦＲ统计数据， 作为数字产品代表的工业

机器人在日本的保有量与中国增长趋势大体相同， 故而选取日本数字产品进口量作

为本文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假定； 其次， 日本数字产品进口量对中国企业创新又

不会产生影响， 满足外生性。 表 ６显示了使用工具变量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

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激进型创新和改善型创新对数字产品进口的反应系数均显著

为正， 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再次验证了数字产品进口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同时， 表 ６ 中还列出了相关工具变量有效性的统计量检验结果，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统计量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均排除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识别

的问题， 证实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 ６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变量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总创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ｐｒｏ 　 ０􀆰 １６１２０∗∗∗ 　 ０􀆰 １１４８６∗∗∗ 　 ０􀆰 ００８７１∗∗∗ 　 ０􀆰 ００２３７∗∗∗ 　 ０􀆰 １２２９３∗∗∗ 　 　 ０􀆰 ０４９００∗∗∗

（３０􀆰 ８４） （１９􀆰 １０） （２６􀆰 ７８） （６􀆰 ３６） （４１􀆰 ８９） （１４􀆰 ５８）

Ａｇｅ －０􀆰 ０２８１２∗∗∗ －０􀆰 ００７２５∗∗∗ －０􀆰 ０５８４１∗∗∗

（－３􀆰 ２２） （－１３􀆰 ７０） （－１０􀆰 ４４）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４１３４∗∗∗ ０􀆰 ００６０４∗∗∗ ０􀆰 ０７７７１∗∗∗

（８􀆰 ５２） （２１􀆰 １７） （２５􀆰 ９２）

Ｓｃａｌｅ ０􀆰 １０７９７∗∗∗ ０􀆰 ０２０１４∗∗∗ ０􀆰 ２３２０６∗∗∗

（１５􀆰 ２２） （４５􀆰 １８） （５１􀆰 ３７）

ＴＦＰ ０􀆰 １５９１３∗∗∗ ０􀆰 ０１２３９∗∗∗ ０􀆰 ２１５５２∗∗∗

（１９􀆰 ０４） （２６􀆰 ３９） （４３􀆰 ０９）

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２ ７７９􀆰 ９６ １ ９８７􀆰 ３２ ６ ０７１􀆰 ５７ ４ ５６４􀆰 ３６ １０ ７５２􀆰 ８９ ８ ２９６􀆰 ９２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５ ２１０􀆰 ３１ ３ １１９􀆰 ９０ １０ ８４６􀆰 ９６ ７ ０５７􀆰 ９４ ２２ ８９９􀆰 ３１ １４ ８８２􀆰 ７８

Ｎ ２４ ２６８ ２４ ２６８ ５６ ０５７ ５６ ０５７ ８０ ３２５ ８０ ３２５

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１２０ ０􀆰 ０２０ ０􀆰 １４３ ０􀆰 ０５３ ０􀆰 １７８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Ｖ ０􀆰 ９１８９∗∗∗ ０􀆰 ７１８１∗∗∗ ０􀆰 ８４０６∗∗∗ ０􀆰 ６７７６∗∗∗ ０􀆰 ９８８７∗∗∗ ０􀆰 ７９２６∗∗∗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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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样本选择偏误

本文就基础回归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 本文采用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步法， 处理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第一步， 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企业是否

创新的影响因素， 计算逆米尔斯比 （ＩＭＲ）； 第二步， 本文将逆米尔斯比加入到本

文基础回归的计量模型中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表 ７所示。
表 ７第 （１） — （４） 列中逆米尔斯比 （ＩＭＲ） 在 １％下显著， 说明原有样本存

在选择性偏误， 进行两阶段选择模型使必要的。 此外， 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回归结果与

基础回归结果一致， 这说明， 在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 本文理论模型的两个命题依

然成立。

表 ７　 样本选择偏误

变量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ｐｒｏ
０􀆰 ０６３０∗∗∗ ０􀆰 ０４３２∗∗∗ ０􀆰 ００３４∗∗∗ ０􀆰 ００２０∗∗∗

（３０􀆰 ０８） （２２􀆰 ７４） （１３􀆰 ６７） （６􀆰 ５１）

Ａｇｅ
－０􀆰 ０６６１∗∗∗ －０􀆰 ００９６∗∗∗

（－７􀆰 ７２） （－６􀆰 ０６）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３２０∗∗∗ －０􀆰 ００３５∗∗

（４􀆰 ５４） （－２􀆰 ４７）

Ｓｃａｌｅ
０􀆰 １５２５∗∗∗ ０􀆰 ０１６１∗∗∗

（２６􀆰 ３５） （１４􀆰 ６７）

ＴＦＰ
０􀆰 １３２２∗∗∗ －０􀆰 ００６４∗∗

（９􀆰 ８９） （－２􀆰 ４８）

ＩＭＲ
－１􀆰 ８４５０∗∗∗ －０􀆰 ７４２５∗∗∗ ０􀆰 ２５１６∗∗∗ ０􀆰 ２９９１∗∗∗

（－２８􀆰 ８２） （－６􀆰 １５） （２５􀆰 ３３） （８􀆰 ６６）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４ ３２４ ２４ ３２４ ５６ ２３６ ５６ ２３６

３􀆰 变量替换与固定效应调整

最后， 本文通过使用企业数字产品进口数量替换进口额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８
第 （１） — （２） 列所示， 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此外， 本文还通过加入联合

固定效应来消除相同趋势问题， 具体而言， 通过加入年份—行业固定效应来消除随

时间变化的行业特征， 通过加入省份—行业固定效应来消除随区域变化的行业特

征， 包括地区行业扶持政策等。 从表 ８ 第 （３） — （４） 列可以看出， 加入联合固

定效应后对结果无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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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变量替换与固定效应调整

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加入联合固定效应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激进型创新 改善型创新

（１） （２） （３） （４）

Ｄｉｇｐｒｏ
０􀆰 ０１９６∗∗∗ ０􀆰 ００１９∗∗∗ ０􀆰 ０２８４∗∗∗ ０􀆰 ００１７∗∗∗

（８􀆰 １２） （１３􀆰 ４４） （１２􀆰 ７６） （１２􀆰 ２１）

Ａｇｅ
－０􀆰 ０４２０∗∗ －０􀆰 ００６５∗∗∗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０６１∗∗∗

（－２􀆰 ４４） （－６􀆰 ６９） （－６􀆰 １４） （－１１􀆰 ２７）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ａｂｏｒ
０􀆰 ０３８４∗∗∗ ０􀆰 ００５６∗∗∗ ０􀆰 ０９６５∗∗∗ ０􀆰 ００７８∗∗∗

（４􀆰 １６） （１０􀆰 ５６） （１９􀆰 ９３） （２５􀆰 ８７）

Ｓｃａｌｅ
０􀆰 ０６３３∗∗∗ ０􀆰 ００５７∗∗∗ ０􀆰 １９００∗∗∗ ０􀆰 ０１９３∗∗∗

（５􀆰 ９６） （８􀆰 ８９） （３２􀆰 ７４） （５３􀆰 ６０）

ＴＦＰ
０􀆰 ０７４１∗∗∗ ０􀆰 ００５２∗∗∗ ０􀆰 １９１５∗∗∗ ０􀆰 ０１５５∗∗∗

（６􀆰 ６３） （７􀆰 ９２） （２４􀆰 ５８） （３２􀆰 ９０）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行业－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Ｎ １９ ９１６ ５１ ５３０ ２３ １８８ ５５ ５０５
Ｒ２ ０􀆰 ７３３ ０􀆰 ６８８ ０􀆰 ４３６ ０􀆰 ３７３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何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 促进高质量的创新， 是实现 “创新驱动

发展” 目标的重要核心内容。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的方法， 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企

业进口数字产品有效通过技术溢出显著促进创新； 并且， 在充分考虑数字产品对技

术外溢的影响后， 本文发现数字产品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进行激进型创新时表现更明

显， 这也验证了数字技术对于创新质量的独特影响； 进一步按照中间品和最终产品

进行分类， 数字最终产品进口对于企业创新发挥着更为显著的边际促进作用， 因为

最终产品的数字技术应用性更为直接， 外溢作用更加显著。 在基础结果的基础上，
通过行业和企业异质性分析发现： 在人工智能渗透率、 自动化程度相对较高的行

业， 以及进口 ＩＣＴ产品的企业中， 数字进口对激进型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主

要因为这类企业接触和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成本较小， 并且具有更适合使用数字技

术的基础条件， 因此技术外溢作用更明显， 对企业创新的边际效果也更加显著。 最

后， 为了避免内生性、 样本选择偏误以及相同趋势对结果的影响， 本文进行了必要

的稳健检验， 结果保持一致。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和现实启发： 一方面， 以人工智能等为代

表的数字技术的革新和广泛使用， 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 提升企业竞争力， 故而，
需要进一步鼓励和扶持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行业， 从而有利于全行业技术水平和生产

效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 相较于传统贸易， 数字贸易的贸易成本普遍较低， 故而应

当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打造开放创新、 包容普惠的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营商环境，
支持企业不断提升贸易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能力， 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

１５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经贸论坛



［参考文献］

［１］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Ｌ Ｇ， ＤＲＥＶ Ｍ， ＫＷＯＮ Ｎ􀆰 Ｇｅ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ｒｉｖ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９， ６５ （２）： ５４１－５５８􀆰

［２］ 陈彦斌， 林晨， 陈小亮 􀆰 人工智能、 老龄化与经济增长 ［Ｊ］ 􀆰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５４ （７）： ４７－６３􀆰

［３］ ＧＯＬＤＦＡＲＢ Ａ， ＴＵＣＫＥＲ 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２０１９， ５７ （１）： ３－４３􀆰

［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 ＬＥＬＡＲＧＥ Ｃ，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Ｐ􀆰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ｏｂｏｔｓ：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ｒａｎｃｅ ［Ｊ］ 􀆰

ＡＥ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２０２０ｂ （１１０）： ３８３－３８８􀆰

［５］ ＢＲＹＮＪＯＬＦＳＳＯＮ Ｅ，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 Ａ􀆰 Ｗｉｒ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Ｍ］．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６］ 张颖， 郭梦娇 􀆰 企业规模、 市场结构与创新产出的关系研究———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Ｊ］ 􀆰 工业技

术经济， ２０１６， ３５ （７）： ９４－１０３􀆰

［７］ ＧＲＡＥＴＺ 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Ｇ􀆰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ｔ Ｗｏｒｋ ［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００ （ ５）：

７５３－７６８􀆰

［ ８ ］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Ｐ􀆰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 Ｒ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ｂ􀆰

［９］ ＢＬＡＮＡＳ Ｓ， ＧＡＮＣＩＡ Ｇ， ＬＥＥ Ｓ Ｙ􀆰 Ｗｈｏ ｉｓ Ａｆｒａｉｄ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９， ３４ （１００）：

６２７－６９０􀆰

［１０］ ＫＯＣＨ Ｍ， ＭＡＮＵＹＬＯＶ Ｉ， ＳＭＯＬＫＡ Ｍ􀆰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 ［Ｊ］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２１， １３１ （６３８）：

２５５３－２５８４􀆰

［１１］ ＢＯＮＦＩＧＬＩＯＬＩ Ａ， ＣＲＩＮÒＲ， ＦＡＤＩＮＧＥＲ Ｈ， ｅｔ ａｌ􀆰 Ｒｏｂｏｔ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Ｊ］ ． ＣＥＰＲ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ＤＰ １４５９３， ２０２０􀆰

［１２］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Ｒ Ｃ， ＫＥＬＬＥＲ Ｗ􀆰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

［１３］ ＢＬＯＯＭ Ｎ， ＤＲＡＣＡ Ｍ，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Ｊ􀆰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６， ８３ （１）： ８７－１１７􀆰

［１４］ ＢＬＯＯＭ Ｎ， ＲＯＭＥＲ Ｐ Ｍ， ＴＥＲＲＹ Ｓ Ｊ， ｅｔ ａｌ􀆰 Ａ Ｔｒａｐｐｅｄ －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３， １０３ （３）： ２０８－１３􀆰

［１５］ ＨＡＲＨＯＦＦ Ｄ， ＭＵＥＬＬＥＲ Ｅ， ＶＡＮ ＲＥＥＮＥＮ Ｊ􀆰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４， ２３ （１）： ２０４－２２４􀆰

［１６］ ＡＵＴＯＲ Ｄ， ＤＯＲＮ Ｄ， ＨＡＮＳＯＮ Ｇ Ｈ，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 Ｓ􀆰

Ｐａｔｅｎｔｓ ［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

［１７］ ＨＵＩ Ｋ Ｌ， ＣＨＡＵ Ｐ Ｙ Ｋ􀆰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Ｊ］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Ｍ， ２００２， ４５ （６）：

７３－７９􀆰

［１８］ ＭＡＮＮ Ｋ， ＰÜＴＴＭＡＮＮ Ｌ􀆰 Ｂｅｎｉｇ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ｅｎｔ Ｔｅｘｔｓ ［ Ｊ］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ＳＳＲＮ􀆰 ２０１８， ２９５９５８４􀆰

［１９］ ＯＥＣ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２０２０􀆰

［２０］ 黎文靖， 郑曼妮 􀆰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 ［ Ｊ］ 􀆰 经济

研究， ２０１６， ５１ （４）： ６０－７３􀆰

［２１］ ＬＩＵ， Ｑ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Ｉｓ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Ｇｏｏｄ ｏｒ Ｂａｄ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

２５

经贸论坛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８期



ｎｏｍｉｃ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２０１５） 􀆰

［２２］ ＣＡＲＬＩＮＯ Ｇ， ＫＥＲＲ Ｗ Ｒ􀆰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Ｊ］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５： ３４９－４０４􀆰

［２３］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Ｊ， ＰＥＴＲＩＮ 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７０ （２）： ３１７－３４１􀆰

［２４］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Ｐ􀆰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ｎｄ Ｊｏｂ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Ｕ􀆰 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０２０ａ， １２８ （６）： ２１８８－２２４４􀆰

（责任编辑　 蒋荣兵）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 Ｊｉａｑｉ　 ＳＵＮ Ｐｕｙ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ｒ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ｆｕｌｌ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
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ｗｈ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ａｋ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ｎａ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ａ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ＡＩ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Ｃ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ｍｐｏｒｔ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
ｉｔｙ，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ｓａｍ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ｐｕ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ｐｉｌｌｏ⁃
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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